
治理研究的多重价值和多维实践

———知识发展脉络中的冲突与平衡*

臧 雷 振

内容提要:治理作为 20 世纪末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已经获得研究者和实
践者的广泛关注，但治理研究内在的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之间的冲突并未得到充分审

视。首先，在概念层面，治理到底是“空洞符号”还是无所不包的“伞状术语”导致的概
念解读危机和“概念驱动型”研究，弱化了治理理论的实践意义; 其次，治理多样性的价
值取向和实践目标路径的最佳模式导向之间的分歧，使得一刀切的典范方案和简单以

发达国家为镜，难以达到治理改善的目标; 最后，对治理内部要素的优先层次及治理实

践中的政府角色缺乏共识，特别是实践中如何基于治理成本和难易程度的先后顺序对

治理实践客体进行干预缺乏指导性方案。本文尝试超越上述研究中的价值之争和实践
之争，将有限的政府资源和研究聚焦到政府的底线责任和治理实践的兜底方案设计中，

避免“治理研究的功能主义谬论”，进而从全球视野和中国情景来理解中国治理的实践
特征，为未来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提供更全面的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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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学术研究的本质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探索事物发展本原，解构复杂社会，提炼变化规律，归

纳社会变迁机理，此时的学术贡献体现在理论建构和学科知识的丰富; 二是反思总结历史的经验

教训，促进人类认知的提升，引领社会的前进方向，此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研究工作对实践

政策的创新改善，以及对社会制度的改进与完善。20 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快速发展，不

断建构的各个学科的理论知识，为我们搭建了认知、理解国家政治和行政管理的有效桥梁，为世

界各国的制度完善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持。
其中，有关治理的研究是 20 世纪末以来社会科学理论建构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环。当前，治

理正在从 20 世纪相对陌生或仅仅限于学术讨论中的概念，逐渐延展成为当前公众、政治家、新闻

媒介广泛使用的词语。这既展现出学术研究对学科知识增进和理论补充方面的贡献，也呈现出

学术分析对政府政策完善、社会发展进步与公众认知深化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941·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演化与前沿探索研究”( 20AZZ002) 的研究成果。



学理反思是学识完善的重要环节，是学术研究的理性和独特性所在。21 世纪以来，随着国

内外学界对治理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学者们在面临治理研究中各种困惑的同时也对相关研究展

开诸多新的反思。目前而言，治理在中国学术界被引用已久，且其总是以一种“肯定性的”“正面

的”概念被使用。但是近年来围绕这一概念的反思性研究和评介依然匮乏。这就需要我们进一

步追问: 治理研究为什么在学理分析和实践探索中呈现多面性，而关于治理的知识传播却对公众

呈现出单一的正面性? 其价值面向和实践维度是否体现出知识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中国治理研

究和治理故事如何纳入全球学术话语体系并为治理知识性增进做出贡献? 本文围绕这些问题，

基于治理知识脉络的发展，从治理研究的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来探索治理知识演进过程中所带

来的新问题、新特征和新争鸣( 图 1) ，以期更全面地审视治理理论，更客观地理解治理价值，更深

入地评估治理策略。

图 1 治理知识脉络发展

具体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治理概念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初步呈现，试图形成与传统

“管理”理念相互抗衡的价值理念。90 年代开始，学者们根据不同国家的治理实践归纳出不同的

治理类型，试图在政治合法性基础上寻求治理类型的正统性，进而呈现不同的治理目标。21 世

纪以来，以世界银行等为代表的国际机构或国际组织发现，治理类型①分析往往会形成大而无当

的宏观指引，无法为不同国家的治理变革提供精细指南。于是，解剖一个国家治理改良所需要的结

构性要素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目的是为不同国家的治理实践变革提供“教科书”般操作方案。然

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面临着不同治理优先选项和程序设定的困难，这种价值取向和实践操作中

的冲突使得发展中国家面对治理不知所措。随后在新世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及传统治理要素结

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的背景下，不同研究者和国际组织开始在实践维度修正治理预期目标，改变传

统的治理要素结构，特别是重新关注政府的角色，围绕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求，为不同国家治理设

立“最不坏的兜底方案”，而非通用型的万全之策。2010 年之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

代化在学术讨论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逐步削弱了传统治理研究在价值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意识

形态色彩，使中国治理实践经验的理论价值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如何理解中国治理成为国内外

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下文将从时间顺序以及知识交汇发展线索中的价值维度和实践维

度来呈现治理研究图谱，这一研究主要基于 21 世纪以来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WOS) 中关于治理的研究文献，探索治理研究的“已有进展和未尽事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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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理概念界定的困扰

学术研究者和实践者通常在解释治理时通常采用多重叙述，而为了迎合这种多重叙述的学

理正当性，他们往往又会对治理概念进行多重界定。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研究中，治理多被视为公共与私营部门中的管理行为，此时治理是

嵌入在组织或集体中的个体改良。在集体行动情境下，奥斯特罗姆曾把治理限定在管理个人和

群体行为而共同确定的规范与规则的维度。① 随后，从智库的角度，全球治理委员会(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在 1995 年的报告中将治理的典型特点总结为: 既不是规则体系，也不是行

动，而是过程; 其建立在调节而非支配上; 同时涉及公共和私人行为体; 不是正式制度，但依赖持

续互动。② 此时的治理研究多从过程的角度出发，视治理为政府管理活动的一种有益的补充或

政府“工具箱”中的备选方案。
知名学者、国际机构或不同国家纷纷试图对治理进行概念界定。罗兹在其开创性著作《理

解治理》(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中指出，不同学者或国家在治理的使用和解释概括起来似

乎有六种不同含义，但该词本身“其实并无含义”或并不具有“规创的定义”( stipulative
definition) 。他将治理界定为组织间的相互依赖、网络成员间的持续互动、植根于信任的博弈

式互动以及对于国家一定程度的自治权等四个维度。③ 这时的治理研究，已经逐渐将治理从作

为政府管理的补充，转到作为政府管理的一种竞争性工具，使治理成为与政府管理平行的一个

概念。
这种关于治理概念的争论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凡·克斯伯根( Van Kersbergen) 和凡·沃尔

登( Van Waarden) 进一步搜集不同国别或学者的治理界定，甚至广泛罗列了治理的九种不同含

义。④ 随后，有研究者将治理简化为“指导在私人、公共和市政( civic) 领域中影响决策和行动过

程的方式”⑤，更确切地说，将治理视为“一组协调和监督活动”，使合作伙伴关系或机制得以存

续。同一时期，萨拉蒙( Salamon) 在《政府工具》(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A Guide to the New
Governance) 一书中，将新型治理界定为一种满足人类需求的现代工具的相互协作，其与复杂的

公共或私人行为网络相衔接，需要不同类型公共管理与公共部门的协同和赋能( enablement) 而
非科层和控制。⑥ 近年来，有关治理的研究已经逐渐将其视为超越政府管理而存在的形态，从

“依赖政府的治理”( governance by government) 逐渐转向“没有政府的治理”(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和“与政府共同治理”( governance with government) 并存的态势。

从上述分析可见，与治理相关的学术研究的深化，带来了对治理这一概念内涵的持续延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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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尽管治理一词频繁出现，但其被赋予的内涵意义并不相同。如此纷繁不同的概念界定很

容易被反诘: 治理一词是否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 empty signifier) ?① 我们亟需从概念层面对

治理进行反思。
首先，治理在学术领域和日常生活中被赋予多重含义可能带来某种危机。② 治理既包含作

为分析性概念的治理，强调对治国理政实际结果的事后对比解读; 亦包含作为实践性概念的治

理，注重在国家管理实践中的治理理念引导。但普通公众对概念的应用并不会因治理的多重含

义进行细致区分，实际上也可能没有相关专业知识; 他们往往习惯基于结果评价什么是好的治理

和什么是不好的治理。这类概念的混淆使用放大了公众对国家治理效能的预期，而现实却常常

是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低于公众的期望值。这样治理概念的不当运用可能会带来危机: 政治或

行政宣传话语中的治理图景与实践中治理的现实存在巨大差距，这往往会削弱公民对国家和政

府的信任以及对政党和政治家的支持。
其次，治理内涵逐渐膨胀却并未增加新意，面临概念解读危机。越来越多的机构和学者对治

理的界定体现出如下的二重性: 一方面治理的内涵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治理的外延日益模糊。比

如世界治理指数( WGI) 强调治理改善所需包含的六大指标: 腐败控制( CC) 、言论和问责 ( VA) 、
法治( ＲL) 、政府效能( GE) 、政治稳定( PS) 和监管质量 ( ＲQ) 。这类对于国家和政府的美好期

待，在公共管理或政治学理论发展史上屡次出现，如新公共服务理论、企业家政府理论或服务型

政府建设，都曾经包含这类美好的愿景。这类被视为治理论述的重要观点由于缺乏新意，只是

“新瓶装旧酒”而已，因为这些被认为是创新的理论其实早已包含在政治学或公共管理之前历次

理论变革的概念中。③ 伴随这类对政府美好愿景的不断加入，治理概念变得愈加膨胀，进而变成

一个无所不包的“伞状术语”( umbrella term) ，它表面上包含公民对政府发展的憧憬，但实际上并

没有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引领政府治理良善的驱动机制。
最后，治理驱动( governance-driven) 型研究导致概念的单一化和简化危机。社会议题的复

杂性使得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进行简单的概念化解读。因此，一个有效的概念界定，需要具有

内涵一致性和外在区分度，也需要具有理论效用和专业深度。④ 但在治理概念扩张后，“言必

称治理”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公共行政、比较政治、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等不同学科纷纷借用治

理概念，来分析本学科的不同议题，但有些议题不具有治理研究的正当性和适应性，这无形中

带来了大量有关治理的“概念驱动型”研究，从而使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削足适履”或分析

内容简化。

三、治理实践的价值冲突以及目标和实现路径的分歧

上述治理概念的多样性带来的研究困扰，更多反映的是价值理念的表征，在实践维度中的差

异并未得到充分显示。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源自不同国家的治理实践演化出不同的治

理类型和治理目标，逐步凸显出治理研究过程中的价值冲突和实践冲突。
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其特定的内在价值导向和实践目标，有关治理的研究也不例外。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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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实证或案例分析结果表明: 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性，①治理与社会福

利提升有显著的关系，②治理可以有效促进国家创新，治理水平提升可以完善政府( 国内、国际)

政策实践，③治理的改善促进全球资源要素的流动和全球化进展，④治理的发展促进了信息时代

国家竞争力的提升等。⑤ 这些不同的目标其实内含不同的价值取向，也逐步被引入到世界银行

建构世界治理指数的过程中。世界银行给出的治理改善框架或准则虽然存在着一系列无可辩驳

的公共价值，但公共价值的类型是多元的，特别是治理变革诉求中的若干价值是无法同时实现

的，这使得治理实践路径充满了竞争性和分歧性，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观存在“不可通约性”，公共管理实践“不能同时追求所有好的

事物”。⑥ 简而言之，价值的不相容性意味着追求某一种价值必然会抑制或损耗追求其他价值的

能力; 越是寻求获得某种价值，就越难得到其他价值。其实，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中，由于价值

观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incommensurable) ，学者经常基于价值多元论的立场来看待和分析问

题。若我们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纳入诸多不同类型的价值观，往往会引发政策执行的冲突，且无法

通过合理的政策修订来解决冲突。以世界银行强调治理改善所蕴含的四个价值维度———合法

性、信任、民主以及有效性 /效率———为例，我们很容易将其分为两类价值取向，即一方面是有关

有效性和效率的绩效价值，这与政治输出和结果相关; 另一方面，对治理改善的评价不仅依据绩

效输出，还需关注治理过程质量的程序价值。显而易见，有效性与效率( 即使都是绩效价值) 存

在潜在的价值冲突，合法性与有效性 /效率存在潜在的价值冲突，透明公开与有效性 /效率也存在

冲突性，这种价值观的内在冲突大大削弱了治理实践的效能。
其次，治理目标和路径存在分歧。治理是目前社会科学领域使用最为广泛的术语之一，但

人们对其倡导的目标及其目标实现路径却是不清晰的。一方面，有关治理的研究暗含着一种

有效政府的最佳模式( one-best-way model) 。这种研究对国家发展战略有着同构影响，一些后

发国家由于政策的模仿性和政策创新匮乏，往往倾向于采取一刀切的方法(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治国理政。此时的治理目标往往就是简单地以发达国家为镜，在实现路径上也是简

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制度改革。但是，对上述目标的实现路径却存在不同的反诘: 即治

理可以应用于任何政治环境，还是仅仅一时流行而没有任何思想根基?⑦ 治理是一种万能药模

式，还是需要因地制宜考虑实践路径? 因为实践中的有效政府并非一成不变，政府的行政方式

各异，即使它们同样被贴上善治典范的标签。⑧ 奥斯特罗姆曾告诫过构造这类简化或最优典范

框架的风险，也警告过创建“万能药”模型的问题: 即要么过于简单，要么过于具体，而且有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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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量和精确条件需要满足并加以检验。① 这就劝诫治理改革的实践者和设计者，只有认真考

量文化背景、历史发展的敏感度，才能有效地运用治理现代化概念。② 也许在现实中，可能更容

易存在“良好匹配”( good-fit) 的治理实践，但不存在一个万能和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③

四、治理要素的优先程序以及治理实践中的政府角色

综上所述，20 世纪末期，有关治理的论争逐渐从单一的价值维度之争，走向价值维度和实践

维度的双重竞争。但是，显而易见，治理目标价值和实践路径的冲突无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变革带

来有效指引，这就迫切需要对治理进行充分解构来剖析治理改善所必备的结构性要素。现代社

会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从类型学角度或结构化视角来对研究对象加以分析，对宏大概念的结构

化解剖，本身也是降低研究对象所面临的遗漏偏误和选择性偏误的过程。这种研究的实践路径

既包括在治理前加上若干修饰限定性词汇给出更多的治理“亚类”，也包括对不同类型治理的内

部结构予以归纳统筹。
21 世纪以来，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治理作为一个宏大的词汇，需要通过确定其结

构要素和内在程序，辨别这些内在结构化要素实施的先后顺序，进而实现治理的变革。这种学术

努力试图淡化前期治理研究中容易陷入的价值之争或实践之争，但依然存在若干争议。
首先，在治理实践主体或治理内部关系中，如何考虑结构性治理要素的优先层次。20 世纪

治理的历史是政府管理和治理之间的动态平衡，④但到 21 世纪，伴随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型，

这种动态平衡变得更加微妙，特别是不同治理工具、不同部门之间的互动，以及对治理要素的先

后排序关乎实践者的注意力分配。治理的实践不仅仅通过旧有的、垂直的“指令与控制”，也通

过新兴的、科层网络的结构来实行; 此时，公共管理者、公民和利益攸关方三者共同参与到塑造、
实施与执行政策的过程之中。⑤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由于政府部门占据更多的资源和工具，

此时治理优先级会存在于科层制的内部。但是，“互联网 + 时代”的治理，现代信息技术从只影

响后台( back-office) 过程转变到调节政府机构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此时治理的优先级需要

从理顺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入手。不过，不同国家或地区存在互联网鸿沟，而且即使在一个

国家内部，在治理实践中也会同时遇到不同的结构性问题和结构性要素优先级的确定，这无论对

治理研究所需要提供的智力支撑，还是对治理研究的细化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其次，如何基于治理成本和难易程度的先后顺序对治理实践客体进行干预。在政策实践中，

我们经常看到有的政策非常容易推行并取得良好效果，有的政策则是出台之日即为政策终止之

时。这主要因为政策的实施难易难度存在差异，政策实践资源支持度也存在高低程度的差异。
为了降低治理改革的冲突，减少治理改革的时间和组织损耗，我们需要对治理实践的客体做好充

分的预估。特别是在不同制度类型的国家中，其治理客体的实践难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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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从最基本的保障个人安全、解决冲突，到提供公共服务，再到促进政治参与、对公民需求予以

回应，最终过渡到公务员对其决策后果负责。以欧洲部分国家警察职业化改革为例，治理干预的

风险程度可以从增加警察薪资( 冲突程度最低，干预风险最小) 开始，逐步过渡到冲突程度中等、
干预风险中等的警察能力测试，再到警察行为督查和绩效管理体系建立等过程。① 在对治理客

体实践先后次序和干预难易程度进行确定以后，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地推动治理政策实施，降低治

理变革中的阻力。
最后，国家和政府在治理实践中该扮演何种角色。权力内生于治理，由于政府雇员规模的不

断壮大，政府职能不断重组，职责不断细分，传统公共行政中“科层阴影”使得治理理念的实践难

以有效推行，这一点在超大国家规模治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② 与此同时，各种政府体系深受路

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和路径锁定( lock-in) 的双重影响，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和政府的功能，20
世纪末期无政府治理的观念逐渐流行。但 21 世纪以来，我们意识到，政府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合

作意味着国家自主性的严重损耗，而社会嵌入市场仅仅能解决部分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问题，此

时的政策变革和制度转型依然需要政府来发挥核心作用，如福柯所言，“治理由政府实现”的假

设很难避免。③ 西方学者也观察到治理变革时代通常会存在“政府空心化”问题，特别是一国行

政部门在全球治理变革中会面临自上( 例如国际相互依存) 、自下( 市场化和网络) 以及同侪机关

( 行政机构和某些国有机构) 的空心化危险。所以，传统治理分析中所谓“没有政府的治理”完全

背离了“由国家权威进行治理”的威斯特伐利亚( Westphalian) 模式，并因其不精确而受到批评。④

21 世纪社会的快速发展转型已经让我们认识到国家干预在重大突发事件和风险管控中的效用，

但常态化治理中的国家角色和非常态化治理中的国家角色目前依然是模糊不清的。这既是自由

主义市场经济观念在公众和研究者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而带来的路径依赖的影响，也是由保守主

义价值观对国家的定位和认知延后于社会转型需求所导致的。

五、超越治理争论，设计治理实践的兜底方案

从时间进程看，以上不同时期研究中所体现出的治理概念困扰、治理目标的内在价值和实践

路径冲突，以及对治理要素的解构和对政府角色再认识，一方面反映出社会科学研究进程的渐进

性，即人们对治理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研究者的理性，他们没有刻意地将

治理“神化”。治理的选择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方面，其在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中也只是作

为诸多选择的一种。从理性研究视角来看，我们需要超越上述治理研究中的价值之争和实践之

争，将研究视角聚焦到政府的底线责任上⑤，即治理实践的兜底方案设计。
任何改革实践都存在失败的风险，预先设置兜底方案可谓凡事预则立。尽管波利特和休普

( Pollitt and Hupe) 认为治理是一个神奇的概念，⑥其对各国治理变革实践的引导彰显了更好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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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效果，但豪利特( Howlett) 和拉米什( Ｒamesh) 提醒我们治理也会失败，甚至经常失败，①尤其是

从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所衍生出来的治理争论，加剧了潜在治理失灵的可能。那么，严谨的政策

制定者和实践者如何寻找替代模式建立兜底方案呢?

首先，研究者和实践者要对治理的理解保持开放性。这可以使人们可以在诸多情境中使用

治理这一缺乏精确限定的概念，避免对治理实践指南的严格界定，这样治理对不同国家的指导方

案就会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而增加其适应性，而非将治理指导方案限定适用于少数经济

发达、社会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国家。② 对治理理解的开放性将进一步带来治理理论推演的正当

性，进而能够为兜底方案的设定带来知识合法性。
其次，避免“治理研究的功能主义谬论”。③ 显然治理研究在理念塑造、知识传播中给人们带

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但也会限制治理研究的想象力，限制治理兜底工具选择的广阔性。虽然本

文一再强调治理内在的愿景并不是新鲜的知识，至少在其他类似的国家治理目标和人类发展目

标中，同样也存在类似的愿景。但在分析治理议题时，学术研究的惯性往往是治理类型学分析—
治理结构性划分—治理功能性界定，这种研究层面的路径依赖导致我们只关注治理特定类型、特
定结构带来的特定功能。特别是我们容易聚焦这类治理实践中的肯定型案例，而忽略其否定型

案例，忽略治理的负面效应，缺乏治理失灵的应对策略，进而淡化了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设

定兜底方案的危机意识，削弱了借力其他政府工具和管理知识的可能性。
最后，关注偶然性实践和潜在治理危机的兜底方案。历史发展变迁是规律性和偶然性的统

一，所以我们既要关注常态化治理实践，也需要对偶然性治理危机充满警惕，对潜在的危机做好

预判，在总体性中把握个体性，即警惕治理过程中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的综合。如在现实案

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治理即带来了信息快速

传播，也带来若干隐私保护危机; 高铁带来交通便利的同时，也对传染病的快速跨区域传播提供

了可能。对偶发事件和潜在危机的关注需要平衡常态治理红利和非常态需求，平衡公众对发展

的需求和国家治理承载力，平衡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战略储备的必然损耗，并将这种平衡的艺术

纳入兜底方案的制定思维和执行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治理的有效性。

六、从全球视野和实践比较中考察中国治理现代化

如果说上述研究体现的是治理在全球视野中所遇到的困顿，若将治理研究转向中国，则需回

答以上治理研究中的困顿是否在中国重现，中国治理实践如何在特殊性和一般性之间进行衔接，

以及中国治理实践如何为治理研究提供知识贡献等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

长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马凯硕( Mahbubani) 认为，虽然中国的治理仍有不尽完美之处，但使

更多的公民脱离贫困、受到教育、更为长寿，并产生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④这种对人类

福祉改善的巨大进步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然而，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中，中国治理指数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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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未得到与现实相一致的结果，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有关“善治”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悖论，①进而

被视为比较政治学家们面临的理论诠释难题。究其缘由，一方面，现有研究对中国治理实践的分

析往往是横向的国际对比，而忽略了纵向的时间维度; 另一方面，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成就，包含政

党制度的逐步完善②和政府职能③逐步调适的双重贡献，或者说是治理过程中不同主体形成的合

力效应，④单一视角会形成盲人摸象的观感，无法将中国治理经验纳入到全球的治理贡献体系

中。从全球视角和实践视角比较中看治理演化，需要理顺如下的研究基础。
首先，中国治理实践的特殊性是嵌入到世界治理发展整体性之中的。全球一体化进程逐渐

加快的今天，虽然在个别时期由于部分地区领导者的更迭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全球化进程波折，但

世界各国基于有形物品贸易所建立起来的联系，正在加速过渡到其他领域且此趋势不可逆转，如

科技交流、教育合作、信息交换以及创新学习与扩散等领域的跨国联系愈加紧密。当前探索中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密匙”的目标，既能丰富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知识结构，也能促进中国

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持久创新，因此正确理解中国治理实践的特殊性和世界治理发展的整体性之

间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以行政现代化建设为例，官僚机构的有效性和官僚团体的专业性是现代

国家有效运转的基础，但当我们在讨论一般意义的韦伯式官僚体系时，中国实践恰恰体现出，在

整体理解官僚制基础上，还存在着韦伯式以外的其他提升国家能力和政府质量的方式，如中国特

色的“干部制”治理模式在比较政治和公共行政中所起到的作用。⑤ 植根于中国情景和历史，极

具特色的中国治理实践，在为全球治理改善贡献地区经验的同时，还为其他后发国家打破“以发

达国家为镜”的盲目崇拜奠定了实践勇气。
其次，高度稳定的治理体系是对治理实践有效性和持久性的回应保障。治理体系的稳定性

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治理体系中执行主体的稳定性。公共组织部门较高的人事流动率，往往会

对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绩效构成挑战，特别是由政治任命导致的高人事流动率，会使得新任职的

公务员群体缺乏经验和远见，对治理带来消极影响; 出于个人发展原因带来的频繁人事流动，则

会因为新公务员缺乏经验和项目的短期性影响政策实践。在治理情景日益复杂化、治理对象需

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中国特别强调对公职人员进行充分的锻炼、培训和经验积累。党的十八大

以来，如何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推动“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指南。笔者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政务服务大厅、便民服务中

心”等实地调研中发现，这些机构所涉及的公共服务和行政审批事项，动辄超过 200 余项，稳定

的官僚体系是提升公共服务事项处理熟练度和人民群众满意度的重要保障。二是治理体系中的

制度可预期性。通过可预期的制度可以有效规范治理行为，降低变革阻力。以 2015 年以来中国

所开展的脱贫攻坚为例，如何真正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来自顶层设计中稳定的“一张蓝图

绘到底”是高效发展与脱贫攻坚成功的重要保障。任何治理实践其实都并无捷径可走，对于反

贫困这一顽固问题更是如此，自上而下的严格统一的制度执行是一个必要条件。当然，这并不意

味着治理实践因循守旧不重视创新，而是在整体体系稳定的前提下，呈现治理技术的多样性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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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样本的创新，如治理权威统一性下的公共服务变革逻辑，①或是在中央放权和赋权背景下的地

方治理创新。②

最后，政府层级衔接和制度弹性降低了外部风险冲击。数十年来关于制度及其背后情景

( context) 的深入研究越来越使人认识到制度情景的重要性，同样一个制度，在一种情景中运行良

好，而在其他情况下则可能是失败体系的一部分。如若以简单的“最优”制度来广泛实施，则可

能不仅不能解决“公地悲剧”的问题，反而会导致许多悲剧。③ 所以，治理政策要想发挥出预期效

应，一方面需设计出较好的层级衔接体系。中国政府治理层级的衔接充满了单一制国家下的多

样性和创新性，在省市县为主导的体系下，还存在若干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同时借助地方政府

升格( 如省直管县) 等差异化安排，来确保实现因地制宜的层级衔接。另一方面，要确保制度建

设是一个不断落实并在落实中不断完善的过程。④ 任何国家的政策设计过程，都充满诸多未知

的错误，若为政策制定者留出弹性空间则能减少错误几率。奥斯特罗姆举例指出: 假设一个地区

沿岸有一系列近海渔场，并假设每一个政策创新都有 1 /10 的失败概率，如果该区域由单一的治

理机构监管，政策变化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会导致整个地区遭殃; 如果在规则设计委托给三个真

正独立的机构，每个机构仍然面临十分之一的失败率，但失误同时发生的可能性将从 1 /10 减小

到 1 /103 即 1 /1000。⑤ 这种弹性在中国实践现实中既体现为国家治理过程中对社会治理和政府

治理的吸纳，⑥也体现在有限信息和有限资源背景下广泛存在的治理试错和政策试点，中国这一

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为超大规模国家治理提供了如何真正因地制宜制定政策的新思路。

七、简短结语

治理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概念，是一个政治家和新闻媒介广泛运用的词汇，更是一个系统的实

践过程。在理论研究中，我们对其寄予厚望，希望能通过学理研究促进或完善治国理政的实践。
在政治宣传中，政治家则希望治理能够传达出其所蕴含的政治抱负和对公民的承诺。但治理实

践过程有时面临着对治理理解的模糊性，进而导致对政府治理指令制定、确认或服从方面的差

异。若从结构化角度考察治理，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分类: ( 1) 以治理活动基本问题解决为导向为

一阶( first order) 治理。在多样、复杂和动态的社会中，一阶治理面临特殊的挑战，需要寻求接近

社会现实的解决方案。( 2) 从价值维度，关注治理中的制度安排如规则、权利、法律、理念方面的

内容，则为二阶治理。( 3) 以设定和应用规范性原则来影响、约束并评价整个治理活动，则可称

为三阶或元治理。这种结构化的区别让我们很容易看出治理实践运用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比如

学术话语中的治理分析多是集中在三阶治理层面，政治话语中的治理多集中在二阶治理中，而一

阶治理在实践中广泛被公民感知，却没有得到充足的研究支持和详实的政策支持。
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我们必须注意，今日治理研究的浪潮，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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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何曾相似。如新公共管理曾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就政策推广而言，便如同今日的治理。新公共

管理亦是国际组织譬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995 的报告) 和世界银行( 1992 的报告) 的愿景，

但伴随时间的流逝，人们很快认识到，“如果新公共管理是万能的，那么它就可能什么用处也没

有”①，这句话的主题换成治理依然也成立。
总之，本文基于时间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全球视野下治理概念多元化，剖析治理研究过程

中价值和目标的内在冲突。即使在解构治理结构化要素的背景下，治理实践中依然面临着治理

内在秩序的先后排序困境。当然，如若回归治理研究的初心，避免治理失灵或治理赤字的危害，

不难发现治理兜底方案设计的重要性，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关注中国实践经验的全球化解读。这

是因为社会科学分析中关注差异性远比相似性更有研究价值，相比政治史上层出不穷又转瞬即

逝的各类理念和理论，不同国家治理实践和治理制度的系统比较，也是治理概念提出近半个世纪

以来依然在研究中呈现出顽强生命力的秘诀。在中国的治理实践中，当前更需要在全面认知治

理研究进展的背景下，考察治理的阶段性特征和阶段性效用，以更好地实现中国国家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臧雷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北京市，100193)
( 责任编辑: 孟令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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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Tension and Ｒeasonable Balance of Accountability and Fault Toleranc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Liu Chang( 125)……………………………………………………………………
Abstract: Accountability and fault tolerance are two important incentive mechanisms for compre-

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onver-
gence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two mechanisms are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nsforming institution-
al advantages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However，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theoretical
research，political practice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accountability and fault tolerance are not syn-
chronous，and there are huge internal tensions between them in the connotation boundary，implementa-
tion strength and legal system．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some paradoxes between accountability and
fault tolerance in order oriented and innovative oriented，deterministic operation and flexible operation，
as well as negative punishment and positive incentive．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accountability and fault tolerance，enhance the rigor of the connection mechanism
between accountability and fault tolerance，enhance the clarity of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accountabili-
ty and fault tolerance，in short，we need to constantly resolve the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accountabili-
ty and fault tolerance，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ccountability and fault-toleranc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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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les Wang Wen( 136)…………………………………………………………………………
Abstract: The case study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ffect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 has long

been ignor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This paper reviews and combs the cognitive evolution process of
infectious disease variabl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ummarizes the three rul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f-
fect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in history，combs three typ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fluenc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and excavates the transmission logic and historical laws of infectious dis-
eases as a new variable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 should enhance the
leve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agenda more systematically，expand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national interaction，improve the glob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system，and reconstru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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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Values and Multi-dimensional Practices of Governance— Conflict and Balance in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Zang Leizhen( 149)……………………………………
Abstract: Governance，as an important topic of social science sinc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bu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
trinsic value and practice dimensions of governance has not been fully examined． Firstly，at the con-
ceptual perspective，whether governance is a“empty symbol”or an all-encompassing“umbrella term”
causes a crisis of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concept-driven”research，which weakens the sig-
nificance of governance theory． What＇s more，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value-orientation of govern-
ance diversity and the best-model-orientation of the path goals makes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expecta-
tions of governance improvement with a one-size-fits-all plan and simply taking developed countries as a
mirror． Finally，there is a lack of consensus on the priority level of governance elements and the gov-
ernment＇s role in practices，especially how to intervene in governance objects based on the order of cost
and the difficul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o beyond the disputes of value and practice in the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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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ioned research，focusing limited government resources and research on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
bilities and programs，avoiding the“functionalist fallacy of governance research”，and then under-
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governance with a global vision and China scenarios，so that it
can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academic support for China＇s governanc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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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nking deeply of the past can contribute to seeing the distant future． Ｒooted in Chi-

na，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s the will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which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kind of historical logic，we have to
establish historical thinking． Studying the thinking trends implied by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tudying its historical logic． Grasping the turning
point of history，remaining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ing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is con-
ductive to advance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es-
tablishing process thinking is helpful for us to take the great cause as a whole; grasping the laws of his-
torical development can make us understand the law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comprehensively;
establishing people-centred thinking can enable us have a firm grasp of the dependent forces of the up-
hold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grasping the relations among history stages and establishing com-
parison thinking can let us recognize the tremendous successes of socialism and strengthen our confi-
dence in the system; grasping the direction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ing the forward
thinking can enhance our confidence in the path，theory，system，and culture，which in turn further
advance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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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g on 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systems and the conception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Luhmann constructs an exceptionally sophisticated social theory to interpret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society． Anchored o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he outlines a grand political theory to analyze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politics，includ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from the rest of
society，the autonomy of this system within society，the specific function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the ba-
si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as well as the internal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Luh-
mann emphasizes that the unique func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to produce collectively binding deci-
sions，and with such a function，the political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ety． Nevertheless，
this function also defines the boundaries and limit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society． The political sys-
tem does not obtain and utilize legitimacy by conforming to externally deducted norms or obligations．
As the formula of contingency，legitimacy is the realized self-referenc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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